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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问责是社会行动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对公共权力进行的监督、问责行为,它具有

鲜明的抗争属性。社会行动者往往需要依赖网络表演来汇聚抗争力量,有效的问责表演必须满足

公众需求、媒体需求和官方需求。权力主体借用权利理由和秩序理由,引入法律武器形成对网络

问责的强力反制。权力主体应对网络问责的行为策略是由公共权力类型决定的,公共权力的强大

和公民权利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网络问责法律反制的盛行。法律武器滥用会导致社会的寒蝉效

应,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公共权力是网络问责稳健发展乃至互联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关 键 词:网络问责;抗争政治;抗争表演;法律反制;互联网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8)01-0052-07

ContentiousPerformanceandLegalCountermeasurein
InternetAccountability

AnAnalysisofContentiousPolitics

LIULi-rui1,2
(1.Marx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2448,China;2.Teachingand
Research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jiangInstituteofAdministration,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 Internet accountability refers to social actors’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onpublicpowerthroughtheInternetplatform,whichhasthebasic
attributesofcontentiouspolitics.SocialactorsoftenneedtorelyonInternet
performancetogatherthepowerofprotest,andeffectiveaccountabilitymustmeet
theneedsofthepublic,themediaandtheofficials.Poweractorsintroducelegal
weaponstotakeastrongcounteragainstInternetaccountabilitybyresortingtothe
logicofrightsandorder.ThetacticsofpoweractorstodealwithInternet
accountabilityaredeterminedbythetypesofpublicpower,sothemightinessof
publicpowerandtheimperfectionofcivilrightsprotectionleadtothelegal
rebellionofInternetaccountability.Theabuseoflegalweaponswouldresultinthe
chillingeffectofsociety,andprotectingtherightsofcitizensandregulatingpublic
poweristhekeytotherapiddevelopmentofInternetaccountabilityandeventhe
modernizationofInternetgovernance.
Keywords:Internetaccountability;contentiouspolitics;contentiousperformance;
legalcountermeasure;Internetgovernance



  世界银行专家组认为解决腐败、特殊利益团

体、对政府的俘获等问题和保护公众利益的最佳

方法是加强对政府的问责[1]。网络问责是对政府

问责的一种新形态,它是指社会行动者通过互联

网曝光和舆论动员,向政府发起的质询、监督和抵

制等集体行为。一些学者认为网络问责是公民问

责的范式转换,网络问责带来了问责方式的变迁、
问责路径的更新、问责效应的增强[2]。另一些学

者认为网络问责并没有带来问责启动和处理机制

等方面的明显变化,网络问责面临不确定性因

素[3]。这两种不同学术观点反映了两个相互关联

的议题:网络问责的行动者创新与问责有效性问

题。事实上,在问责博弈中,社会行动者不断进行

着集体性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模式化网络表演,而
政府及官员也在进行着集体性创新,创制出化解

和钳制网络问责的法律武器。社会行动者的问责

表演与政府官员的策略应对是相互塑造的,二者

的持续较量最终决定了网络问责的有效性。本文

将借助抗争政治理论探讨社会行动者的问责表演

逻辑和权力主体的法律反制逻辑。

一、网络问责的抗争属性

在抗争政治理论源流中,抗争政治是指在诉

求者和其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

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在这些情形下发

生:①行动者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会影响他人

的利益或导向;②在这些互动中,政府是所提要求

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作为第三方角色而介

入其中的。抗争政治之所以被称为“抗争”,是因

为集体行动的诉求一旦实现,就可能与他人的利

益发生冲突;之所以被称之为“政治”,是因为无论

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4]。抗争

政治具有三个基本的内涵:外部行动者、诉求冲突

和政府卷入,无论是从问责双方力量的不对称性,
问责渠道选择的非官方性,还是政府卷入的必然

性,网络问责都具有明显的抗争性质。

1.外部行动者

抗争政治是各种行动者之间围绕一系列诉求

提出的互动行为。在一场公开的网络问责中,通
常卷入了事件的是发起者与参与者、他们的对手、
新闻媒体、第三方行动者和大量旁观者等主体。
蒂利把公共政治中的行动者区分为政府代理人、
政治体成员、挑战者、普通国民和外部政治行政

者[5]。政府代理人和政治体成员属于中国语境下

的“体制内成员”,他们有着各种渠道和资源,能够

直接或间接掌握或接近公共权力;挑战者和普通

国民属于“体制外成员”,他们缺乏与政府代理人

和资源正常接近的途径。网络问责是一种异体问

责,问责主体是政府外部的行动者或者假借体制

外名义的体制内成员。有学者对100起典型网络

问责案例分析发现:举报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掌握较少的社会资源,而被举报人则处于相对强

势地位,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6]。这种举报双方

力量的不对称性,使得网络问责具有明显的抗争

属性。体制内成员以公众名义发起网络问责也屡

见不鲜,如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指使他人网络

举报时任梅州市委书记的朱泽君。假借体制外名

义,内部举报者既可实现身份的解构,摆脱现实身

份对举报行为的限制,又能实现网络身份的重构,
汲取网络支持力量。

2.诉求冲突

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他人利益产生影响的要

求。网络问责行动者向政府提出了相互关联的系

列诉求:第一,要求政府就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

及时的解释和说明。第二,要求政府履行职责,解
决引发公众不满的问题,并采取建设性的积极行

动。第三,要求官方机构介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

责任进行审查,并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就责任

逻辑而言,这三种要求分别指向了政府及其官员

的辩解性责任、职权性责任和过错性责任[7]。抗

争的冲突性在于,一方诉求的提出或实现就会影

响另一方的利益趋向。一旦被网络问责锁定并诱

发制度问责,政府官员可能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

圄,这样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作

为策略反应,问责对象将千方百计进行规避和

反制。

3.政府卷入

面对外在的质询,政府要对其公共行为及其

结果进行解释和正当性辩护,并据此接受失责的

惩罚。网络问责是外部的挑战者、公民向政府及

其代理人提出的质询,其问责诉求直接或间接地

指向政府。一种情况是本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成

为网络问责的直接对象,从而卷入公共冲突;另一

种情况是网络问责的对象是下级政府及其工作人

员,上级政府作为裁决者的角色而间接卷入到公

共冲突。政府的卷入是由行政问责的回应性决定

的,外部的问责主体处于质询、监督地位,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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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处于回应和接受制裁的状态。

二、社会行动者的网络表演

集体诉求、抗争手法、抗争表演是抗争政治中

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行动者在伸张诉求过程

中,只有借助戏剧性的表现手法才能更有效地吸

引人们关注,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抗争政治的本质

就是“表演”和“闹剧”。抗争理论家特别关注抗争

的表现手法和策略,蒂利的《政权与斗争剧目》《抗
争表演》、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和科斯特的《弱
者的武器》等著作都是阐述抗争手法理论的经典

文献。在抗争理论家看来,抗争手法是人们为追

求共同利益而一起行动的方法,这些学者借用戏

剧理论中的“表演”和“剧目”两个术语,来描述行

动者为实现诉求而采用的各种手法和策略。抗争

表演是行动者运用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

向其诉求对象提出集体性要求。抗争剧目是指为

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些抗

争表演[8]18。传统抗争手法常常运用嘲讽性的象

征符号、宗教仪式和大众文化;现代抗争手法包括

游行、示威、静坐、声明等。在表演理论看来,抗争

政治就是行动者通过剧目表演而提出诉求的模式

化互动行为。一旦考察具体的抗争行为,“我们就

会看到一些在原有脚本基础上即兴表演的特殊事

件”。中国学者在抗争政治理论基础上提出“抗争

式表演”的概念,他们强调“表演性抗争不同于一

般的抗争行为,关键就在于其表演性”[9]。

1.网络问责的表演依赖

在规范意义上,问责主体要拥有行使问责权

的合法性和强制力,以确保问责的权威性和惩罚

性能够实现。问责的强制性意味着问责主体要有

比问责对象更大的力量,并且有力量对不好的行

为实施惩罚。只有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代理人进

行辨别并给予适当的制裁,这样的政府才能称为

“可问责”和“能问责”的政府。现实中的政府掌握

着强大的权力和资源,松散的公民和有组织的政

府力量相比,具有先天性的不足。能否实现这种

不对称性的逆转,很大程度取决于行动者的抗争

表演能否通达公共视野,凝聚社会资源,促成集体

行动。网络问责的独特优势就在于行动者能够从

互联网中获取支持资源并凝聚成压倒式的问责

压力。
网络问责的外在性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性决

定了它的实现依赖其表演而汇聚的力量的强弱。
政治学者德纳多在《数量的力量》中曾提出“数量

逻辑”的概念,即抗争的数量能够产生力量。抗争

活动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现象:越是个体化的抗争

行为,其行为似乎表现得越为极端离奇,越是大规

模的群体性抗争,其抗争行为表现得越为平淡无

奇。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提出假设:参与的行动

者越少,表演的情节越具有戏剧性,参与的行动者

越多,规模越大,表演的情节越平淡无奇[10]。事

实上,抗争力量是抗争表演的函数,上述假设颠倒

了因果关系。与其说抗争表演戏剧性与抗争规模

呈负相关关系,不如说抗争力量与抗争表演呈正

相关关系。在大规模抗争行动中,共意行动和行

动规模天然生成力量;在小规模抗争行动中,抗争

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争表演引发关注和支持

的强度。

2.网络问责的表演剧目

所有形式的抗争都依赖于表演,中国场景的

网络问责已形成模式化的表演,从实名举报、网络

曝光、网络扒粪到网络审判等集体行为。帕雷兹

提出一个针对美国政治媒体内容的理论框架,即
对象、焦点、接受度和呈现[11]。这个框架可以对

问责表演的集体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并有力解释

了网络问责的剧目和表演是如何形成并推动问责

诉求表达与实现的。
第一,问责表演的对象是公共权力。根据《中

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5)》,2009—2014年中

国舆情事件的关涉主体前六位分别是公检法、市
级官员、职能部门、县级及以下政府、明星、县级官

员及以下。公民的觉醒和权力的任性相互叠加,
网络问责表演的针对方聚焦在公权力主体的大趋

势将会长期存在。
第二,问责表演的焦点强调权力失范。根据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5)》,官员违法乱纪、
政府政策失败、政府行为不当、官员不当言论成为

网络问责的焦点事件,这是社会矛盾的凸点和公

共舆论的关注点。在网络问责中,权力失范受到

了网络围观和凝视。“当我们在凝视某人或某事

时,我 们 不 是 简 单 地 看,同 时 也 是 探 查 和

控制。”[12]

第三,问责表演的接受度普遍较高。随着审

丑疲劳,那些将公共情感和真相揭露融合得恰到

好处、指向公共性普遍性问题的表演,更能被人们

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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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问责表演的呈现方式日益特色化。问

责表演必须出其不意才能奏效。问责表演日益在

模式化基础上不断进行着个性化创新,比如微博

实名、网络反腐小说、网络恶搞等。

3.问责表演的发生逻辑

作为一种获得关注和凝聚力量的策略,问责

表演需要足够的推动力以引起公众、媒体和政府

的关注。网络问责表演主要受到公众需求、媒体

需求和政府需求的驱动,有时候是一种需求起关

键作用,有时候是这些需求的合力。
第一,问责表演要满足公众需求。公众的注

意力就像探照灯一样转向那些他们认为更重要的

议题上。在网络时代,信息供给过剩和公众审丑

疲劳共存,问责曝光能否赢得公众的围观和支持,
取决于问责表演能否引发公众兴趣。围猎不良官

员、表达愤怒是公众网络围观时最常见的需求,问
责表演不仅需要有选择地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素材

和内容,更需要有艺术性的表演策略。在“表哥”
杨达才事件中,曝光者以杨达才的“微笑”和“手
表”为突破口进行深度挖掘。有网民将杨达才同

款手表“戴”在蒙娜丽莎手腕上,并配上一段文字:
“《蒙娜丽莎的微笑》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在你微笑

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右手捂住左手戴的表”。这个

诙谐的恶搞迅速成为热传的网络段子。紧随其

后,网络意见领袖“花总丢了金箍棒”发起网络鉴

表行动,旋即网络空间出现“杨达才教你戴表”的
网络游戏。经过网民集体行动,杨达才事件形成

多波次舆情高潮,迎合了公众娱乐化需求,引发了

公众愤怒,最终推动官方介入。
第二,问责表演要满足媒体的需求。问责事

件的曝光和放大离不开媒体的推动,如果不能提

供具有新闻价值和网络吸引力的媒体议题,就难

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全天候不间断的新闻生

产体制要求媒体有新鲜材料和新颖视角来满足市

场不断更新的需求。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和媒体竞

争的市场逻辑使得媒体加速向娱乐化与商业化转

向,不是戏剧化的事件就很难成为新闻。在温州

杨湘红事件中,曝光者创作网络小说《区委书记》
来影射杨湘红事件内幕。从杨湘红事件、武涉县

委书记嫖娼事件到常艳事件,网络小说逐渐成为

问责表演的新剧目。网络小说把性、丑闻、内幕、
情节等新闻要素和网络娱乐结合起来,能够吸引

海量的点击率,形成网络关注焦点。性丑闻是媒

体政治中最具活力的元素,一旦牵涉到性,沉闷

的事情就像插上了翅膀。《京华时报》统计了

2008-2012年间39个代表性网络问责案例,其
中有13个案例涉及性丑闻。总之,表演式抗争的

关键是要保持自身的表演创新点与新闻媒体关注

点的一致性。
第三,问责表演要满足官方的需求。有效的

问责离不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官方问

责体系有吸纳公民力量的需求。在网络问责中,
公民的作用更多地在于预防和提供信息方面,而
不是对反腐败法律的切实执行。早在罗昌平之

前,多起关于刘铁男的内部人举报、媒体调查、老
干部举报都石沉大海,而罗昌平却能峰回路转,这
主要得益于他的问责表演实现了举报信誉、技术

赋权、政治生态、铁案证据的有机结合。从主体来

看,举报人罗昌平是知名媒体人、被举报人刘铁男

是部级官员、举报渠道首选就是中纪委,这三个主

体的卷入与关联,具有风向标意义。从渠道来看,
罗昌平选择微博实名举报,是对媒体新渠道的大

胆使用。从时机来看,罗昌平敏锐而巧妙地利用

了十八大之后反腐高潮的政治形势。从证据来

看,罗昌平举报材料经过多次挖掘、调查,形成了

高质量的证据链。罗昌平将自己的微博实名举报

定位为“实验”,这对官方同样具有实验意义:就案

件而言,官方获得了刘铁男涉腐的多元线索和交

叉证据。就意义而言,罗昌平举报成为官方向社

会展示高层反腐决心和吸纳网络力量开放反腐的

样本。

三、网络问责遭遇权力

主体的法律反制

  米歇尔斯曾指出:“那些获得权力的人几乎总

是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

维护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摆脱大众的控制。”[13]从
刘铁男案、宋林案、李森木案等事件可以看出,近
年来不少政府或官员打着“依法维权”旗号反制网

络问责正成为一种新的现象。有研究者认为在网

络问责中可能出现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冲突、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14]。网络问责的表

演更多是媒体逻辑和抗争逻辑的结合,它与法律

逻辑存在很大的张力。表演逻辑侧重于新奇性、
娱乐化和情感化,而法律逻辑更注重客观性、程序

性和法理性。网络问责对抗争表演的依赖导致了

其内在缺陷,使之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风险,而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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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为对手利用法律武器进行反制留下了很大的

操作空间。权力主体不断创新反制网络问责的法

律工具,造谣、诽谤、侵犯隐私、危害公共秩序、泄
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最为常见。根

据法律渊源的不同,这些反制工具可区分为权利

理由的武器和国家理由的武器。

1.以维护公职人员权利为由制裁网络问责

在网络问责中,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
监督权在很多情况下会和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名
誉权发生冲突,理性的公职人员就有可能采取策

略行为进行反击。他们往往假借维护自身合法权

利之名,凭借手中权力“名正言顺”地对挑战者进

行恐吓或制裁。罗昌平微博实名向中纪委举报刘

铁男的当日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就快速斥责

其举报信息“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案报警。
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本是打击侵犯公民正当权利

的法律武器,但也往往沦为公职人员打击报复挑

战者的独门法宝。挑战者借助网络对公职人员进

行造谣、诽谤、诬告、人身攻击,涉嫌权利滥用,理
应依法打击,但公民滥用权利构不成公职人员权

力滥用的理由。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是对公共权

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公职人员因其身

份的双重性,其权利保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

于公共权力相对于公民的优势地位,公职人员的

权利受到了相应的限制,其权利保护程度低于普

通公民。
在现代法治社会,针对公职人员的问责很少

被诉诸诽谤罪,即便进入司法程序,公职人员胜诉

的概率也很低。在当前中国现实中,涉及针对公

职人员尤其是官员权利存在保护过度的现象,针
对政府官员的网络问责,过多地被作为犯罪案件

进行法律制裁。公职人员的名誉权与其公职行为

显然不能截然分开,其名誉权受保护的范围、程度

理应低于普通公民,而不是借用权力得以扩展提

升。以网络诽谤罪为例,有学者通过对中国100
起典型网络诽谤案件研究发现:网络诽谤的对象

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公司老板、教师、明星和警

察等主体上,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占22%、警察占

8%,可见公职人员成了网络诽谤最主要的主体。
在这100个样本中,有23件进入了刑事诉讼程

序,28件进入了民事诉讼程序,22件属于错案被

撤销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处理[15]。公职人员

成为网络诽谤案的主要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公职

人员已成为负面网络舆论关注的最主要人群;另

一方面是因为公职人员善于利用名誉权来化解来

自网络的威胁,利用诽谤罪名打压批评者、举报者

则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2.以维护国家公共秩序为由制裁网络问责

对于社会公共生活而言,秩序相对于其他社

会价值具有优先性。“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

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6]亨廷顿的秩序至

上论断往往被一些政府或官员异化为钳制挑战者

的合理依据。一旦将挑战者置于公共秩序的对立

面,公权力不但可以有效动用一切可能的强力手

段,而且披上了政治和道义的合法外衣,这是一种

比权利理由更有力、更高明的权力策略。权力和

司法合谋,错误适用法律,动辄以危害公共秩序、
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等为由制裁网络举

报、问责等公民监督行为,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

为“权力造罪”[17]。当国家仆人向国家主人翻转

时,国家理由的介入就开始了。西方学者提出“国
家理由”的概念来指代国家权力对人民主权的异

化,其所描述的是那些违背共同权利的权力决策

或行为。国家机器一旦背离其设立的合理目的和

合法运行原则约束,国家权力就在国家理由掩饰

下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调和偏差,尤其是在特权利

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时。
法国著名哲学家扎尔卡归纳了国家理由下的

四种秩序观[18]:第一,必要性。出于一种重大政

治的必要性而对既定权利的违背。如果没有涉及

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此种必要性就不足

以成为国家理由对公共权利进行违背的必要前

提。第二,合理性。国家合理性实际上被认为高

于日常公共事务管理所属的合理性。在不少情景

中,那些本属于日常公共事务合理性范畴的事情,
往往被有目的地冠上国家合理性的名义,违背了

国家合理性的设置精神。第三,机密观。国家秘

密是保持权力和扩张权力的有效形式。诉诸国家

秘密可以使得政府实现对特定领域的排他性占

有,也可以使得政府免受外来的监督和控制。第

四,暴力观。冠以国家理由往往意味着暴力的可

能发生,而暴力则会中止或违抗法理形式。借助

国家理由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肆意践踏会慢慢

破坏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扎尔卡认为一个经

常性地求助于国家理由的政府,也就不能再具备

正当性甚至是民主合法性。动辄以权力意志祭起

法律武器是对法治国家的悬置,也违背了国家立

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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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力主体法律反制的发生逻辑

抗争政治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抗争互动是

在一定的权力空间进行的。蒂利认为政府能力和

民主程度对抗争互动的影响最为重要,他从政府

权能和民主程度两个维度研究了不同国家的权力

空间性质。政府能力涉及政府权威实际所能达到

的范围。民主程度主要是指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拥有广泛而平等的权利对政府事务产生影响,
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保护以免遭政府专断

权力的侵害。根据政府权能和民主程度的差异,
蒂利将政权区分为高权能高民主国家、高权能低

民主国家、低权能高民主国家、低权能低民主国家

等四种类型。
蒂利对政权类型区分意在阐明挑战者抗议手

法与政权的相互塑造作用,政权的变化会带来抗

争手法的变化,而抗争手法反过来也会塑造政权。
事实上,政权类型(中国语境下的权力生态)不仅

可以用来解释抗争表演的演变规律,也可以用来

解释抗争处理的权力约束。正如蒂利指出的那

样:“政权在权能与民主方面的程度不同,其统治

者引发和控制抗争政治的方式亦有突出的不

同。”[19]我们可以根据蒂利政权空间类型,分析权

力主体法律反制的发生逻辑。

1.强大的政府权能

在抗争政治理论看来,一般而言,高权能的政

府能够更主动、更有效、更持久地对公众抗争进行

控制;低权能的政府所能实施有效控制的范围和

强度有限,他们对抗争政治的干预既难以奏效,也
难以持久。在高权能的国家里,权力主体是公共

权力的实际行使者,他们掌握强大的权力资源和

权力手段,可以更自主地反制网络问责者。
第一,设定行动边界和评估标准,为使用法律

手段预留了空间。即便在高度民主的国家里,政
府也会密切关注公众的问责抗争行为,设定标准

并评判这些行为是否对政府利益构成威胁,以及

所采用的抗争表演是否逾越了政府的界限。在政

府的视野下,问责表演可以分为指令型活动、容忍

型活动和禁止型活动。一旦网络表演被界定为禁

止型活动范畴时,政府就名正言顺地实施法律

强制。
第二,道德标签化和意识形态化贬损,为使用

法律手段制造合法性。“非诛惧行,赏誉同轨。”强

制手段和道德力量要相得益彰,法律制裁需要道

德话语开路。当权力主体给问责表演贴上特定的

标签时,这就会对问责行动者产生意义。一旦给

问责表演贴上“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网络暴力”
或“别有用心”“境外势力支持”等标签,权力主体

既完成对问责行动者的道德或意识形态污名化,
又为滥用法律强制手段取得了道德和政治的合

法性。
第三,权法合谋或以权压法,使法律公器异化

为打压武器。权力主体罔顾基本事实,制造各种

理由和修辞,驱使法律力量钳制问责行动者,这种

行为涉嫌违背法治公共性原则。“当权力支配法

律时,法律不仅成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而且支

配法律的权力也绝不会认可与自身相抵触的法

律。”[20]法律是公共意志的普遍行为,任何掌权者

凭借权力,针对于自己不利的行为而发布违背法

律意志的制裁行为,决不能成为法律行为,它只能

是一道权力命令。卢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

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

一个人,不论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

法律。”[21]

2.不完善的权利保障

在抗争政治理论看来,一般而言,在民主程度

低的国家里,公民权利制度化保障相对薄弱,公共

权力的制约力量弱,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空间较

大,强制性手段使用较多。在民主程度比较高的

国家,公民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政府对公众

抗争较为宽容,政府倾向采取温和手段解决公众

与政府间的冲突。
网络问责源自公民权利,最终也是为了更好

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

利。权利和民主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权利是现代民

主制度的一种追求上。民主最初的含义是“人民

的权力”,它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主要表现为公

民的基本权利。公共权力以公民权利为目的,这
是民主最基本的含义。民主的程度就直接体现为

“民众在拥有广泛、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民众得

到保护以免受警察、法官和公共部门官员之类的

政府 代 理 人 专 断 行 为 之 害 方 面 所 达 到 的 程

度”[8]69。民主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为实现人的

权利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如果公共权力不受制约,它就有可能侵犯公

民权利。大量网络问责“依法制裁”案例揭示了一

个恶性循环:公共权力行使任性时,公民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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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变得脆弱了。公民权利保障脆弱时,公共权力

就变得任性了。这种循环是权力与权利之间、国
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必然结果:在理念上和

宪法原则上,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现实

中,权利又需要权力和法律予以认可与保障。从

根本上说,如果权利不是法律认可与保障的权利,
权利就会被任人宰割与蹂躏,在该意义上,无保障

即无权利[22]。

五、结  语

网络问责是社会行动者和权力主体之间的策

略性互动。社会集体创新与权力集体创新相互作

用,共同决定了网络问责的最终效果,并不断推动

着网络问责的发展。在网络问责中,公民权利滥

用和公共权力滥用同时并存。一切合法权利都应

受到保护,权利滥用和权力滥用都必须治理。对

网络问责的苛刻限制会压制人们对公共事务或公

共人物的讨论,从而导致“寒蝉效应”。人们因担

心受到国家刑罚或遭遇风险,放弃行使某些正当

权利,从而导致无法关心公共事务的局面。“寒蝉

效应”提示我们要警惕法律处罚对公民权利的潜

在威胁,寻找权利和秩序的最佳平衡点,这才是网

络问责稳健发展乃至网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

在。基于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先关系,公共权力

滥用是比公民权利滥用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要

不断提高互联网治理的立法质量,规范网络行为

入罪的法律适用,加大对滥用法律施害的治理力

度,防止问责冲突中的公共权力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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